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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理论分析和实例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困境进行了分析。

分析认为，问责风暴盛行是当代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折射出的重要政治生态特征；问责风暴盛行的

根源在于问责制法治化程度不高；同体问责薄弱、异体问责盛行为问责风暴创造了环境基础，问责

法制的缺陷无法为行政问责提供制度基础，使得“由谁问”、“向谁问”、“问什么”、“如何问”等问题

冲突频频；只有促动问责权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并重点建构党内问责制，才能走

出地方行政问责的当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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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政府比喻成陀螺，行政问责就是抽打陀

螺的皮鞭。皮鞭被束之高阁，政府建设迟早会遭遇

“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

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反之亦然。问责制度建设是

否有效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层面。近年来，各地政

府都致力于建设法治化的问责制度，行政问责工作

不断向前推进。但是，问责制度的建设不是一个完

成时态，而是一个进行时态。当前，地方行政问责制

仍存在诸多发展困境，并需要进一步的机制创新来

提供变革之道［１］。

一、地方行政问责制的

发展与兴盛

　　近年来，虽然还有很多人没有来得及全方位观

察和思考行政问责问题，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各地已

经获得极大发展，并由此兴盛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各地发布的有关行政问

责的规范性文件多达上百件。比如，２００３年８月，

湖南省长沙市颁布《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

行办法》。２００４年５月，重庆市颁布《重庆市政府部

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２００７年７月，安徽省

颁布《安徽省人民政府行政问责暂行办法》。２００７

年１１月，广东省汕头市颁布《汕头市人民政府所属

工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吉林省颁布《吉林省行政问责暂行办法》。２００８年

３月，云南省颁布《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政府部门

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２００９年４月，广东

省广州市颁布《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

法》。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湖北省武汉市颁布《武汉市违

反土地管理规定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２０１１年

１月，山西省太原市颁布《太原市行政机关与其工作

人员行政不作为问责办法》。２０１１年６月，北京市

颁布《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２０１２年２月，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颁布《哈尔滨市行政问责规定》。２０１３

年２月，山东省济南市颁布《济南市行政过错问责



暂行办法》等等。

由上述规范性文件不难发现，经过十几年的发

展，在中国特色监督体系的基础上，地方行政问责体

系已经基本趋于完整，问责逻辑、问责内容、问责路

径和问责目标大致已经形成完整链条并向法治化方

向发展［２］。

第一，行政问责内在逻辑的法治化。各地行政

问责制度都运用人民主权原则作为行政问责的法理

依据。一方面，人民主权意味着政府存在的根本目

的在于促进人民福祉、保护人民权利。人民通过委

托代理关系将公权力授予政府，希望政府谨慎使用

公权力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权为民所授”决定

了这个受权政府必然是一个责任政府，政府不作为

或者滥作为都应该向人民承担责任。换言之，政府

在得到授权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行政权

力的性质决定其必须在法律的边界内活动。上述行

政问责的内在逻辑在各地颁布的问责办法的总则部

分得到了充分体现。

相反，主权在君的传统政府虽然也有行政问责

行为的推出，但其大多出于“贤君”的个人仁德与魅

力，有时甚至是为了博得民心的政治作秀。换言之，

在专制时代，看不见行政问责的必然逻辑，只能看见

行政问责的偶然冲动和政治表演。

第二，行政问责指向内容的法治化。人民主权

的政府必然是服务型政府。根据人权的分类，①服

务型政府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保护消极人权的服

务型政府与发展积极人权的服务型政府。前者向人

民提供底线意义上的公共产品，如安全、秩序和不可

侵犯的消极自由等；缺乏底线公共产品，人类社会就

会陷入混乱的自然状态。后者向人民提供较为高级

的公共产品，如增进财富、提升美德与积极自由等；

缺乏高级公共产品，人类社会就会萧瑟凋敝，缺乏活

力。从行政问责的角度观之，任何一个服务型政府

如果不能维护人民的消极权利，就应该承担法律意

义上的政治责任（以下简称法律责任）；如果不能发

展人民的积极权利，政府就应该向人民承担道德意

义上的政治责任（以下简称道德责任）。法律责任

与道德责任不可混淆，前者具有刚性和强制性，后者

具有柔性和自觉性。

第三，行政问责实现路径的法治化。首先，根据

法治主义中的权力制约原则，当前各地行政问责越

来越多地由强化同体问责转换为强化异体问责［３］。

强化异体问责，就是要促使问责主体多元化。其次，

根据法治主义中保护消极人权与保护积极人权相区

分的原则，当前各地行政问责越来越多地由倚重道

德问责转换为倚重法律问责。道德问责应该更多地

由同体问责承担，法律问责则主要由异体问责承担。

再次，根据程序法治中法律至上主义，当前各地行政

问责越来越多地由倚重权力问责转换为倚重制度问

责。“良法”建设是摆脱权力问责的前提，制度供给

不足致使问责风暴呼啸而来。当前中国社会不断实

现和发展的法律权威主义是推动问责制度化的根本

推力。最后，根据程序法治中的程序公正主义，当前

各地行政问责越来越多地由倚重实体法治转换为倚

重程序法治和实体法治有机结合。所谓程序法治，

是指人们在追求实体法治时，要确保程序公正不能

被侵犯。

第四，行政问责诉求目标的法治化。传统封建

社会，行政问责的最高目标是提升政府的魅力型

（卡里斯玛型）合法性。在法治政府的理念下，行政

问责的目标是在建设民主政府、服务型政府与有限

政府的基础上，构建责任政府和提升政府的法理型

合法性。责任政府是法治政府的当然之意，建设责

任政府必须要在法治政府的框架之内推行。因此，

责任政府的实现路径必须由问责风暴转向“行政问

责法治化”［４］。

二、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困境

　　虽然当前各地行政问责不断向法治化目标迈
进，问责范围不断拓宽，问责力度不断深化，问责效

果不断凸显。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地方行政问责

制度还面临着一些现实的困境。

第一，同体问责使得问责权难以受到有效制约，

需要为问责行为创造了深厚的制度环境。行政问责

可以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同体问责，是指党

政系统对其所属党政干部的问责。这种问责具有很

高效率，但因为问责权行使的封闭性和非制约性，可

能会具有内部运作的缺陷和嫌疑。异体问责，是指

党政系统以外的问责权行使主体（如代议机关、司

法机关）对党政机关滥政、庸政或懒政行为的问责。

异体问责的好处在于它能克服同体问责所引致的缺

陷和嫌疑。一方面，异体问责强调问责行为的公开

性，强调问责权在阳光下运行，建设透明的问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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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代社会，基本人权可界定为消极社会权利和积极社会权利。消极

社会权利，指人民在遵循“群己权界”前提下“消极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积

极社会权利，指人民在公权力引领下实现特定价值目标的权利。前者使命在

于让人民“不痛苦”，后者在于让人民“更幸福”。



府；另一方面，异体问责强调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从

而打破产生问责制所依赖的政治生态环境。

显然，异体问责是一种更契合法治要求，同时也

是更有效的问责机制。考察当前各地的问责法规和

日益盛行的问责风暴，不难发现问责权行使主体虽

然已经多元化，但绝大多数异体问责权要么在规定

性方面缺乏强劲的生命力，要么在制约性方面缺乏

有效的规制。异体问责权在制度建设上的不足，导

致同体问责仍然较多，导致问责权法治化建设程度

不高。

第二，问责法制不完备，使得问责行为往往缺乏

制度化保障。制度是法律的根本载体，没有完备的

法律制度，问责权的行使和制约都将化为空谈。所

谓法制完备，是指各种规范性文件科学严谨，类别齐

全，无一缺漏。具体来说：（１）凡是由法律体系应该

调整的，均有恰当的法律制度调整。（２）调整不同

领域的法律制度应当相互衔接，有机协调，不能相互

冲突。（３）各种法律体系应该逻辑清晰，具有明确

的可操作性。（４）整个法律体系能够有效面对实践

变化而与时俱进，及时进行自我修正和发展。基于

上述标准，当前各地问责制度不完备主要有以下３

个表现：（１）问责依据的形式不一。有些是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性文件，如《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有些是

国务院制定的法规性文件，如《国务院关于特大安

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以及《信访条例》；有些是地方制定的规

范性文件，如《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

法》和《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有些是党内规范性文件，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条例（试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些

问责的规范性文件，在问责的范围、惩处的尺度等方

面不尽相同，影响了执行效果［５］。（２）这种不完善

表现为许多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得过于宽泛和笼

统［１］。如目前各地问责办法中对问责种类只进行了

列举，并未说明该种处理类型应针对何种责任，应由

哪个部门监管等更细层面的问题。换言之，究竟哪

些责任只需责令做出书面检查、怎样的责任才够得

上责令辞职、做出的检查应交由什么人负责、在哪里

进行通报批评、通报的范围是多大、诫勉的具体含义

又是什么等等都没有进行具体规定。这样的制度规

定不具有可操作性，或者说相关部门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较大。（３）这种不完善表现

为许多相关规范性文件没有与时俱进，相关部门没

有对这些规范性文件进行定期清理的工作机制。辩

证法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发展到消亡的

过程，问责规范性文件也不例外。因此，对那些已经

失去生命力的问责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是法治社

会建设进程中的一种“新陈代谢”，不能缺失。但

是，目前许多地方行政问责规范性文件一经制定，效

力永久。这种情况也严重制约了地方行政问责制应

有效果的产生。

三、完善地方行政问责制的

若干路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求，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机制创新进一步建设和

完善地方行政问责制。要建设和完善地方行政问责

制，就有必要对其多维发展的梗阻予以客观而理性

的审视。只有在“吃透”问题和梗阻的基础上，才能

系统“谋深”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方向，并进而提

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与对策。

第一，建立问责权网状交叉问责循环系统，促动

问责权进一步向法治化方向发展。行政问责不过是

问责权行使主体的一个基本行为；行为由主体派生，

不研究问责权而仅仅围绕行为描画，是一种舍本求

末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当行政问责这个行为不能

满足人们的价值要求时，如果人们不能把目光投射

到问责权这个事物根本时，就无法从本质上去解决

问题。

问责权讲到底也是一种公权力，也会有滥用的

可能。因此，如果问责权不能将分内之事做好，也应

该被问责。但问责权被问责，只能理解为不同问责

权之间的循环交叉问责，构成一个问责权网状交叉

问责循环系统。这是因为，单线条式的问责体系使

得最后（也是最高的）一个问责权永远不受制约。

问责权网状交叉问责循环系统不仅使得问责权法治

化（相互制约）有了本体论意义上的根据，也使得问

责权因此成为一个国家权力系统中的动力核心或者

总枢纽［２］。具体说来：（１）如果这个网状循环系统建

立起来，问责权的法治化就得到了保证，进而行政权

的法治化也就获得了恒久动力。换言之，如果问责

权的法治化能够被这个网状循环系统激活，整个国

家权力系统就都能在它的催化下进一步实现法治

化。（２）网状循环系统的建立意味着法治社会已经

到来。因为人民问责权是问责权体系中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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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只有人民问责权活跃起来，网状循环系统才会

生生不息地运行下去。（３）网状循环系统的存在还

说明，问责权的法治化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在自为的，

而管理权的法治化是需要问责权法治化推动的。因

此，抓住了问责权法治化，特别是建立问责权网状交

叉问责循环系统，也就抓住了建设法治社会的根本。

这是后发国家法治化的根本路径［６］。

第二，加强立法工作，建设完备的地方问责法

制。人们之所以需要完备的法制，原因有３点：（１）

完备的法律制度降低了人们之间的交易成本。人们

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建立法律制度，就是要

建立降低执行自然法的交易成本。（２）通过完备的

法律制度对权力与权利的规定，能够扩大权力和权

利的使用范围和覆盖面。（３）肯定即否定。法律制

度对权力和权利的规定，也是对权力和权利的限制。

这种对权力与权利的限制对于定纷止争、维护社会

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完备的地方行政问责法制，主要从两个方

面入手：（１）大力规范问责权行使中的自由裁量权，

不能让自由裁量权成为法制完备的漏洞。因此，要

加强立法工作，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层面上规制

自由裁量权，对于建立完备的行政问责法制具有重

要价值。（２）积极建立“日落立法”制度，定期对规

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具体来说，立法部门要建立规

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时间表，通过定期清理，对不合时

宜的规范性文件要予以修改或者废止。令人高兴的

是，《中共中央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于２０１３年８月发布。根据该

《决定》，１９７８年以来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有３００件被废止和宣布失效，４６７件继续有效，

其中４２件将进行修改。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集中

清理党内法规制度。显然，党中央这一工作机制的

建立，对各地建立“日落立法”制度起到了表率和推

动作用［７］。

第三，党政问责同步协调，重点建构与健全党内

问责制。“中国的各种政治关系和较为重要的政治

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党政关系’的因素。

尽管这种包含是直接或间接的，是明显的或是隐含

的，但都是确实存在的，并无不在其中起关键性作

用。”［３］对于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和健全，无疑也

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对于重大事项，不是单单问责

行政系统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

定了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

党通过政治、思想、组织领导强有力地掌握着和保证

了执政方向。中国共产党和行政系统的高度耦合是

中国国情的必然。

简言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决定问责制应

以党内问责为突破口。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领导

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要自觉接受监督，包括党

内监督、群众监督以及舆论监督。此外，执政党可以

建立完整的内部责任审查与追究系统，从而确保我

党的决策工作与执行工作能够得到有效监控，进而

也能够提升我党的执政能力。另一方面，执政党除

了自我监督外，也需要其他权力体系进行监督。我

们认为，在议行合一的当代中国，代议机关是监督执

政党的当然主体。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纵论民主与

监督时，已经谈及了“人民监督政府”的思想，代议

机关作为人民的代表，当然可以监督执政党和政府。

四、结　语

　　当前，行政问责制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

在现实操作中，都取得了巨大而快速的发展，行政问

责的内在逻辑、指向内容、实现路径都走在法治化的

道路上。经验证明，事物的发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

的，行政问责制在多年来的制度化进程中，面临诸多

困境。行政权没有受到有效制约，致使问责风暴成

为当前行政问责的主要载体和典型形式。问责风暴

是一把双刃剑，虽不能从根本上抑制社会矛盾，却为

行政问责制之改革提供了现实动力。本文分析了行

政风暴的深层根源以及现行制度亟待改进之处。这

一系列困境给国内地方行政问责制的改革和发展提

出了重大的挑战，公共行政部门要回应这些挑战，可

以尝试促进问责权法治化进程、通过立法工作建设

完备的地方问责法制、建立健全党内问责机制，由这

３条路径出发，从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内容、问

责标准、问责程序上多方面制约行政权的行使，以确

保行政权在阳光下合理、合法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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